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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從冷戰結束、中共政權進入後鄧時期之後，中國亦開始積極投入各

項公共外交布局。在各種公共外交工具之中，中共最經常使用的工具即為

最高領導人出訪。在中共官方的聲明裡，中國政府宣告了至少三項中國欲

藉其公共外交策略來達成的主要目標：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增加

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以及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

本研究分析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策略從冷戰結束後實施以來至今，是否達

成了上述三項官方所宣示的公共外交目標。實證資料顯示，中共最高領導

人出訪行為不論是在「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上或是在「增加中國

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上，所達到的效果普遍都不顯著，反而是與「使

出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穩定的關聯

性。本文的發現對於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外交政策的效果以及中美關係都

提供了更具實證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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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局勢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注入新的動力，國際體系的轉變影響

著中國大戰略的演變與發展，中國的外交布局因而隨之調整。雖然後鄧時期中國外

交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在不同領導人主政之下不時有微幅的變動，但總
體來說，中國對外政策之大方向仍然維持高度的一致性，即在與各國零星的小衝突

中持續延續著其一貫的目標（Goldstein 2005）。然而，在實際的外交策略上，鄧
小平之後的三位領導人對中國「形象經營」注重的程度則有遞增的現象，特別是近

幾年來，中國外交政策最主要的轉變即為將重心投注在所謂的「公共外交」之運用

上（Saunders 2006）。
挾中國崛起之勢而來的中國威脅論成為北京面對外部環境的挑戰，對長期飽

受地緣政治不安全感之苦的中國而言，消除區域鄰國恐懼以確保中國經濟持續發

展至關重要（秦亞青 2009; Kang 2007; Nathan and Scobell 2015; Zhang and Tang 
2005）。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與意圖，對國際關係之和平發展影響深遠，在中國
國力增長與他國相應而生的威脅感下，一般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作為主要是想

要達成兩個重要目標：其一是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國家，或至少要成

為具有吸引力的國家（蔡東杰 2007; Kurlantzick 2007; Zheng 2005）；其二是建立
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以減少他國對中國崛起的憂慮（Gill 2007; Medeiros 2007; 
Zheng 2005）。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制定的時代主題乃「和平」與「發展」，除為了
應對外部挑戰亦著眼於內部目標，在穩定的國際環境下繼續經濟發展以期達到建設

社會主義小康社會，中國外交政策遂轉變與調整，對公共外交之重視程度日益提

升。許多研究指出，中國作為世界秩序中「負責任的利益關係者」，表現在外交政

策上是採取大致上穩定的與可預測的對外行為，特別是在 2001年中國成為世界貿
易組織的會員國之後更是如此（Johnston 2003; Lardy 2002; Shambaugh 2005; Zhang 
and Tang 2005）。相較於傳統的作法，中國在近年來逐漸以國是訪問、熊貓外交、
孔子學院、夫人外交等等更加強調「軟實力」的公共外交作為，以更彈性且多樣

的方式來改善與他國之間的關係（張清敏、劉兵 2008; Hartig 2016; Saunders 2006; 
Medeiros 2009）。

在前述諸多中國的公共外交工具中，又以「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最為經常性

且規律性地被年年使用。然而，文獻中對於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探討，多以描述

性的分析或是政策性的時事評論為主，重點多在敘述為何中國開始注重公共外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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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領導人出訪，或是描述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對某些國家的出訪，而探討中國公共

外交的影響的經驗研究文獻又通常僅把最高領導人出訪作為中國各種公共外交工具

的其中之一（例如 Cao 2016和 Custer et al. 2018），迄今本文尚未發現有學術文獻
以一個具有可否證性的方式來系統性地探討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確實達成了中

共官方所預期的「公共外交」目標。本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經驗證據的檢證，來

回答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確實達成了中國當初所規劃的目標。

本文的內容安排如下：首先在此緒論部分，本文提出了主要的研究問題；接

著，本文的第二節是一個描述性的研究，分析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格式

化事實（stylized facts），其目的在於找出一些可能的模式以供進一步之分析。第
三節是本文的主要內容，在第三節中，本文將根據第二節所發現的格式化事實來進

行對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效果的探討，本節的經驗證據指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

與各項官方所宣稱的欲藉公共外交所達到的目標並未顯著關聯，反而是與「使出訪

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穩定的關聯性。在最後的第

五節中，本文將總結經驗證據的發現，並闡述本文的發現對於進一步瞭解中共最高

領導人出訪外交政策的運作以及中美關係的可能貢獻。

貳、後鄧時期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外交

本節分析三個議題：首先，分析「何為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以及「公
共外交與傳統外交有何不同」；第二，分析為何本研究選擇探討中共最高領導人出

訪（state-visiting diplomacy）的公共外交效果；第三，分析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
人出訪的內容與變化各是什麼。本節對於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梳理出一些

格式化事實，以供本文在第三節中對其效果之探討。

一、何為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在英國稱為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主要的特性是藉由即時
訊息流動的溝通與宣傳，以增進對特定國家的認識（李翔宙 2011），後來在 1965
年時由美國學者 Edmund Gullion在塔夫特大學法律與外交學院的一棟新建築落成
時使用了「public diplomacy」一詞後定名至今，當時主要指涉三個方面的非正式
外交活動：第一，在他國人民心中建立本國良好形象；第二，鼓勵非官方的團體與

利益之間的彼此交流；第三，促進資訊與理念的流通。根據蔡東杰（2014, 28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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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傳統外交是指處理政治家和外交官間通過正統管道進行互動活動的關係，

而公共外交則是指各種力圖影響公眾態度，並進而影響對方政府外交決策的作法，

通常被用於傳統外交難以奏效或難以取得預期效果的領域」。也就是說，公共外交

比傳統外交更多了「除了影響官方之外，還試圖影響社會大眾」的戰略意涵，這一

點即為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的最大不同之處。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人們更有意願

參與政治議題、非政府組織以及公共活動，尤其是在全球化與科技技術進步後資訊

媒體蓬勃，各國紛紛重視對外之國家形象和輿論走勢，期望軟性號召力或感染力得

以影響他國的認知（戴紹安 2014,105-107）。在公共外交的執行中，政府致力於國
家正面形象的建立以及輿論轉換，甚而引導國際聽眾的認知，相對於傳統的外交政

策來說，是一個更為動態的建構過程，著眼於全球事務中影響和吸引他者的「軟實

力」（soft power）（Nye 2004）。
中國在快速崛起的同時，也更加關注由文化、軟實力與國家形象塑造所組成

的公共外交（d’Hooghe 2008; 2015）。根據陳雪飛（2017）的整理，自中共建政以
來，中國公共外交的實踐經歷了三大階段：第一，從建政後到 1970年代末是「初
創期」，較為人所熟知的舉動包含了「乒乓外交」以及與中美、中日關係的正常

化；第二，1980年代到冷戰結束是「調整期」，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平」
與「發展」被確定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兩大主軸，過去以意識型態劃分敵我為主的國

際關係戰略被較為靈活務實的對外政策所取代，許多中央部會於此時開始成立「對

外宣傳小組」；第三，冷戰結束以來至今是「建制期」，此時許多更具行動力的正

式機構開始成立，顯示中國開始正式重視公共外交，並把公共外交從過去間歇性的

輔佐性質提升為常態性的國家外交戰略。

在最後這個冷戰結束後的「建制期」之中，中國在公共外交所進行的努力可

以從一系列正式制度的設立看出端倪。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成立；1997年，中
共中央宣傳部要求把「宣傳」一詞的英文翻譯從過去的「propaganda」統一調整為
「publicity」，降低其作為官方宣傳的色彩；2001年 911事件發生後，公共外交開
始成為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研究重點；2004年，中國外交部成立「公眾外交處」，
且在 2008年改名為「公共外交處」，並在 2009年升格為「公共外交辦公室」，同
年，中共亦宣布啟動「大外宣」的國家公關宣傳戰略；2010年，中國外交部成立
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將資深外交官和學者結合起來，積極向國內外闡釋、推廣、

介紹中國的外交理念；2012年，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在北京成立，更積極地將社會
資源和民間力量招攬進來。在 2008年的北京奧運和 2010年的上海世博中，中國亦
積極推廣所謂的「奧運外交」和「世博外交」，積極展現各方面的軟實力，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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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華社海外分社以及中國海外文化中心不遺餘力地以世界各主

要語言製作宣傳中國的新聞與節目，以及在 134個國家地區建立了 500所孔子學院
和 1,000個孔子學堂，冷戰後中國在公共外交上所投入的資源和努力都明顯與前兩
個時期有所不同。１

1

在這個後冷戰的大脈絡下，自 1993年開始，作為公共外交工具之一、進行於
中國最高領導人與他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就成為中國特色公共外

交策略中的一環。前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就曾指出，中國特色的公共外交堅持統籌

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致力於在引導外國公眾正確認識中國的同時，努力使國內公

眾更加全面了解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蘇淑民 2008, 73）。楊潔篪（2011, 43-44）
亦明確表示：

我們將緊緊圍繞首腦外交、國內大型活動和重要時間節點，廣泛開展政

策宣示，進一步提高中國國家形象；優化公共外交日常和應急管理機制，

加強信息發布和輿論引導。⋯⋯緊密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以服務改革

發展穩定大局為根本出發點⋯⋯將注重弘揚中華文明與借鑑吸納其他文

明有機結合。

這句話也點出公共外交中的首腦外交及其政策宣示、與他國元首、民間團

體、媒體等互動交流的重要性（袁鵬 2013, 3; 楊潔篪 2011, 43-44）。學者將公共外
交歸因於全球化，強調大眾傳播媒體技術下國家形象的影響；有些學者認為中國

視公共外交為策略工具，在策略管理邏輯下搭配不同種類的對策以達成特定需求

（d’Hooghe 2008, 39）。亦有論者認為中國推展公共外交是面對國內民意的接收國
外意識型態後的思想解放、利益團體的多樣性發展、易受鼓動的民族主義等情況

下的應對，為妥善控制國內社會的穩定和在全球化潮流下站穩腳步（余金武 2015, 
50; 廖登山 2007, §4）。另外，也有學者視公共外交為中國軟實力的運用，著眼於
議題制定能力以及與國際行為者間的互動（Paradise 2009）。儘管學界對中國公共
外交運用有不同的主張，但基本上都對「公共外交實為中國更好的對外政策工具」

有一定的共識，特別是，相較於使用武力或是經濟實力，公共外交更可能有助於改

善其他國家對中國之印象。

註１	 上述事實由作者整理自陳雪飛（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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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高領導人出訪為何重要

本文選擇分析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公共外交效果主要是基於以下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在於，最高領導人出訪，一般多稱之為「國是訪問」，是所有公共外交

手段中最正式的外交工具。其有一定的外交禮儀內容和正式的歡迎儀式，例如鳴

放 21響禮砲、公眾演講、新聞記者招待會等等，其象徵性意義之主要目的在於營
造或建立新的友好關係（趙可金 2011, 260-267）。第二個理由在於，相較於其他
公共外交的方式，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媒體宣傳效果最大的一種外交工具。國家領導

人至他國訪問並非傳統外交實踐的常態，元首間相互往來建立互信，在地理已非限

制阻礙的二十世紀成為有用的外交工具之一。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意味著中國的領

導人親自前往他國，會見他國元首或領導，有著最高規格的禮儀與待遇。因此，此

類盛大鄭重的活動必將在兩國間被媒體報導、周知於民，這即是中國國家形象建立

最主要的作用。第三個理由在於，最高領導人出訪是雙邊最高領導人最直接的溝通

方式，不論是在雙邊交流、商討未來可能的合作、強化雙邊領導人的個人之間的聯

繫等等，都具有最直接的效果，在衝突解決或是政策合作上，也已經被證實具有直

接的影響（Haftel 2007; Kastner and Saunders 2012）。第四個、也是在理論上更具
重要性的理由在於，在各種不同的公共外交工具中，最高領導人出訪是最經常也是

最穩定地被中共領導人所年年採用的行為（關於這一點本文在下一節有更詳細的分

析），且此舉已涵蓋絕大多數與中共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因此也是最適合被系

統性檢驗其效果的公共外交手段。

因為上述四點最高領導人出訪的特質，最高領導人出訪理應要比其他的外交政

策選項更可能具有公共外交的效果，然而截至目前，研究中國公共外交的文獻尚未

有研究對於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到底能夠帶來多大的公共外交效果進行系統性的

評估，本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經驗資料來補足文獻中的這個缺口。２
2

註２	  這邊有必要將本文的研究範圍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本文的其中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除了最高領導
人的出訪之外，中國其他高層政治人物的出訪或是出席國際場合所帶來的公共外交效果，可能完全

不亞於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本文的研究並未認為這些高層政治人物的出訪並不重要或是並未帶來相

當的效果，只是把分析的範圍聚焦在集中共黨書記（黨）、國家主席（政）、軍委主席（軍）權力

三位一體之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這一點上，除了使被分析的對象更為聚焦之外，也避免了如何適

當定義「其他重要高層政治人物是哪些」以及「其他重要國際場合是哪些」的爭議，而本文以三位

一體定義中共最高領導人，源於中共政治發展的特殊性，中共政治制度化前實際掌權的最高領導人

毛澤東、華國鋒與鄧小平（詳見附表 2），而後鄧時期最高領導人則分別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
平。中國其他高層政治人物出訪或是出席國際場合所帶來的公共外交效果，可作為另外一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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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的變化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達成了多少「公共外交」的目

標。本處將探討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外交中的一些格式化事實，以作為後續評估其

效果的事實背景。本文分析中共在後鄧時期歷年來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在四個重要面

向上的變化，包含「出訪的次數」、「訪問的國家數與出訪的天數」、「出訪的國

家與地區」，以及「出訪的時間點」。因篇幅所限，本文在正文中僅呈現格式化事

實，關於每年中國最高領導人進行出訪更詳細的資料，可參見本文的附表 1。

（一）出訪的次數

圖 1呈現從 1993年起中共最高領導人每年的出訪次數。在圖 1中我們可以發
現幾個特徵。首先，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次數，除了江澤民在 1993年
與 1998這兩年僅僅只有出訪過 1次之外，其他年分的出訪次數大多保持穩定，江

以另外一篇獨立的研究來做更加完整的探討可能更為適合。本文的兩位作者感謝該位匿名審查人的

建議。

年度

19
93

19
95

19
94

19
96

出
訪
的
次
數

 7

 6

 5 

 4

 3

 2

 1

 0

19
97

19
99

19
98

20
00

20
01

20
03

20
02

20
0420
05

20
07

20
06

20
0820
09

20
11

20
10

20
1220
13

20
15

20
14

20
1720
16

說明：參見本文的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1　中共歷年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次數（1993∼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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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參見本文的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2　中共歷年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天數（1993∼2017年）

澤民與胡錦濤兩人每年都規律地出訪 2至 4次。中共領導人從 1993年到 2017年的
這段期間中，每年平均出訪的次數是 3.52次。其次，相較於他的前兩任領導人，
習近平的出訪行為更為活躍，更積極地使用出訪作為外交工具。習近平除了在繼任

領導人後的首年只出訪了相對較少的 4次之外，從其繼任的第二年開始，每年都至
少有 5次以上的出訪。

（二）出訪的天數和訪問的國家數

圖 2呈現從 1993年起中共最高領導人每年出訪天數，圖 3則為訪問的國家數。
若搭配圖 1則可以明顯的看出，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次數與出訪的國家數目及出
訪的天數高度相關，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尤為顯著，也就是說，中共最高領導人

在出訪次數增加的同時，也拜訪了更多的國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頻頻

將出訪與各式高峰會、紀念活動、國際會議等活動同時進行，所以使得出訪的天數

大增，因此為求精確，本文對於出訪天數的計算，乃是以有實際進行出訪的天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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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３
3

中共最高領導人從 1993年到 2016年這段期間，每年平均訪問 8.4個國家，
每年平均出訪 22.9天。出訪國家數的最高峰為 2014年，該年習近平訪問了 17個
國家、出訪了 36天；而出訪國家數最少是在 1993年與 1998年，江澤民在這兩年
分別都只訪問了一個國家，分別只停留 3天和 6天。出訪天數的最高峰為 1999年，
江澤民出訪了 41天。

（三）訪問的國家與地區

接下來我們繼續觀察中國在不同領導人主政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所著重的國

家與地區變化。表 1呈現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國以最高領導人出訪作為外交工具的

註３	  本文對於出訪天數的計算是以該最高領導人對某個國家實際進行出訪為主，不包括在同次出訪之中
的其他附加行程。例如習近平曾在 2016年 6月 21至 24日出訪烏茲別克，其詳細行程為在 6月 21
至 22日出訪烏茲別克、在 6月 23日參加於烏茲別克首府塔什干（Tashkent）舉行之中俄蒙第 3次三
國首腦會晤、在 6月 24日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因此該次習近平實際的出訪天數應
為 6月 21至 22日，共 2天。

說明：參見本文的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3　中共歷年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國家數（1993∼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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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從表 1的觀察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個特徵：第一，江澤民在擔任第二任國家主
席的期間，出訪的次數與出訪的國家數都多過於他的第一個任期。第二，相較於世

界上其他的地區，江澤民的出訪明顯著重於亞太國家與歐洲國家，其對這兩個地區

投注的程度大於同一時期的其他地區。

表 1　江澤民歷年訪問的國家與地區（1993∼2002年）

江澤民（1993∼2002）訪問地區與出訪國家數目

第一任 第二任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美國 1

俄國 1 1

歐洲 1 3 3 6 1 5

亞太 2 1 4 1 4 5 5

美洲 1 2 5

非洲 4 1 1

中東 2 3 1 3

說明：參見本文的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呈現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國以最高領導人出訪作為外交工具的情形，有三點
特徵值得注意：首先，與他的前任領導人江澤民不同，胡錦濤在他的第一個任期有

著更多的出訪次數及出訪國家數。第二，和他的前任領導人江澤民相比，胡錦濤不

僅將出訪的重心放在亞太國家，也增加了美國與非洲國家的出訪次數。第三，江澤

民在十年任期中僅訪問過俄國 2次，而胡錦濤則以每兩年一次的高頻率出訪俄國。

表 2　胡錦濤歷年訪問的國家與地區（2003∼2012年）

胡錦濤（2003∼2012）訪問地區與出訪國家數目

第一任 第二任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美國 1 1

俄國 1 1 1 1 1

歐洲 4 3 1 1 3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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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2003∼2012）訪問地區與出訪國家數目

第一任 第二任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亞太 5 1 5 3 3 4 2 2 2 1

美洲 4 2 3 3

非洲 1 2 6 4

中東 2 3 2 1

說明：參見本文的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呈現習近平主政時期中國以最高領導人出訪作為外交工具的情形，我們可
以觀察到一些特徵：首先，習近平從接任的第一年開始便隨即將出訪作為主要的外

交工具，不僅每年的出訪次數較之前的領導人大幅增加，而且出訪的國家數目也更

多。第二，在習近平的出訪戰略中，亞太國家似乎是其所關注的主要重心。表三可

明顯看出，習近平比他之前所有的領導人更頻繁地使用出訪這個外交工具，這可能

與他所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有著緊密的關係。

表 3　習近平歷年訪問的國家與地區（2013∼2017年）

習近平（2013∼2017）訪問地區與出訪國家數目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美國 1

俄國 1 1

歐洲 4 1 3 3

亞太 6 9 3 3 3

美洲 3 4 3

非洲 3 2

中東 1 3

說明：參見本文之附表 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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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表 4中，我們進一步比較鄧小平之後的三位不同領導人的出訪在出
訪對象上的差異，以各個主要大國與地區來區分。從表 4中我們可以觀察出幾個有
趣的事實：第一，在對主要大國的出訪方面，胡錦濤頻繁地出訪俄國；第二，在三

位領導人中，只有習近平至今尚未以國家領導人的身分正式訪問日本，這可能與習

近平上任以來與日本在東海區域持續的領土衝突有關；第三， 三位領導人的出訪皆
對「亞太地區」投注較多的心力，對亞太地區國家的出訪遠遠多於其他的地區；第

四，與其他領導人相比，胡錦濤更多地將出訪的注意力轉移至非洲與拉丁美洲國

家，這可能是他在其任內推動「領導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大戰略考量的結果。

表 4　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對象與次數之比較（1993∼2017年）

出訪的對象
江澤民

（1993∼2002）

胡錦濤

（2003∼2012）

習近平

（2013∼2017）

出訪各個主要大國

　美國 1（1997） 2（2006, 2011） 1（2015）

　加拿大 1（1997） 2（2005, 2010） 0

　俄國 2（1997, 2001） 5（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1（2013, 2017）

　日本 1（1998） 1（2008） 0

　德國 1（1995, 2002） 1（2005） 2（2014, 2017）

　法國 2（1994, 1999） 2（2004, 2010） 1（2014）

　英國 1（1999） 1（2005） 1（2015）

　義大利 1（1999） 1（2009） 0

出訪的地區

　亞太 24 33 26

　中東 9 8 4

　非洲 6 13 5

　拉美 9 15 11

　歐洲 19 15 11

說明：(1) 表格內的數字為出訪的次數，括號內的數字為出訪該國的年分。

　　　(2) 主要大國是指八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Eight，G8）的成員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接著，表 5比較了後鄧時期三位領導人的出訪行為。從表 5中我們可以觀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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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項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領導人的出訪次數與訪問國家的數目，似乎會在政權

轉移的期間中減少，也就是說，新的領導人初接政權時，其出訪的次數明顯減少；

而在領導人主政的中期，其出訪的次數與訪問的國家數都會開始增加。第二，從

表 2中看來，後鄧時期的三位領導人在接掌政權後開始進入權力穩定的期間，將會
開始對美國進行出訪。第三，中共領導人在第一次對美國進行出訪前都有一個饒富

興味的特點，也就是他們在訪問美國之前的一、兩年，出訪的次數和訪問國家的數

目都會有顯著的大幅度成長。從這三個模式來看，後鄧時期中國公共外交策略中的

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應用，似乎是會隨著中共領導人在政治繼承後的權力掌握情形

而起伏變動，而表現在領導人當政的政治周期上，這個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暗示

著，後鄧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可能與領導人主政期間的權力鞏固程度有所

關聯。最後的第四個特點是，不論是從出訪的次數、出訪的天數、或者是訪問的國

家數來看，後面的領導人在平均上都有比前一位領導人更為增加的趨勢，可見中國

對於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外交策略的投入程度是一直不斷地在增加的。

本節說明為何選擇分析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公共外交效果，並分析了在鄧小

平之後的三位最高領導人出訪行為的不同模式。在下一節中，本文將透過經驗證據

來評估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到底為中國帶來了多大程度的公共外交效果。

參、評估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公共外交效果

在中國官方的宣示與有關的研究中都曾指出，中國進行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

是要達成三大目標：第一，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第二，增加中國與其他國

家的經濟關係；第三，促進中國與他國的雙邊共同利益。本節將以經驗證據來檢證

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能夠有效地達成中國官方所宣稱的這三大公共外交目 
標。４

4

註４	  當然，中國領導人在每一次對不同國家的出訪都有其獨特的目的，例如對甲國的出訪可能是為了加
強雙邊的能源合作，對乙國的出訪可能是為了加強雙邊的經貿合作，對丙國的出訪可能是為了加強

雙邊的防衛合作，對丁國的出訪可能是為了支持某個較為親中國的政權或是領導人的政治生存等

等，這邊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的研究旨趣並不在於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去探討中國的最高領導

人對其出訪之後是否確實在這些特定面向上達到了加強合作的目的（因為這牽涉到我們必須要先知

道中國對該國出訪的真正目的是什麼，這一點幾乎無法證實），而是以一個中國進行「公共外交」

的整體角度，來探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在「整體趨勢」上到底達成了多少「公共外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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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否降低了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

本處將透過對下列六個議題的回答，來檢證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的使用是

否成功的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第一個議題是，美國的民眾對中國的態度是

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改善？第二個議題是，日本的民眾對中國的

態度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改善？之所以選擇美國和日本，除了

中國與這兩國之間的關係都是中國所想要積極改善的「大國間關係」之外，也是基

於一個最低可能性（least possible case selection）的研究設計考量，因為美國為當

代國際體系的領導者，而國際關係理論普遍預期中國的崛起可能具有改變體系領導

者的制度安排的性質，至於日本則為中國在亞洲的主要對手國，而且中日關係從二

戰以來齟齬不斷，也是普遍被認同的事實。因此，如果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在可

能性最低的美國和日本都能夠帶來改善雙方彼此印象的效果的話，則中國的最高領

導人出訪就可說是一項成功的策略。

除了美國與日本的民意之外，本節還探討其他四個有關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政

策的使用是否能成功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的議題：第三，中國最高領導人出

訪政策的使用是否使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好感程度增加？第四，中國與其訪問國之間

起衝突的可能性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減少？第五，中國與其訪

問國之間的實質合作次數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增加？第六，中

國與其訪問國之間軍事化衝突發生的機率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

減低？選擇上述四項議題作為觀察的考量是顯而易見的：若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的

運用確實有助於降低他國對中國的威脅感受，則我們應該要看到，中國最高領導人

出訪的訪問國對中國印象的改善、更多的雙邊合作以及更少的雙邊衝突都應該要有

顯著的正面影響。以下我們一一檢證之。

（一）是否改善了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態度？

圖 4 顯示了歷年來美國的民意對中國態度的變化，圖中的虛線表示對中國持正
面態度的比率，實線表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比率，四條直線標示中國領導人對美

國進行出訪的時間。圖 4 中包含了幾個訊息：第一，這二十幾年以來，美國人民對
於中國的態度基本上可以說是相對地穩定，大約有 40% 左右的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抱
持著較為正面的態度，而有 50% 左右的人民對中國是抱持著較為負面的態度，這個
相對比率歷年來的變動起伏並不大（若對照下圖 5 的日本民意變化更能突顯這一
點）。第二，在 2006 年以前，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美國，對於美國人民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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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的影響是正面的。1997年江澤民的出訪和 2006年胡錦濤的出訪之後，美國人
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都有微幅上升的趨勢。第三，然而，從 2011年開始，中國對
美國兩次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態度開始帶來了負面的影響。

2011年胡錦濤的出訪和 2015年習近平的出訪之後，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都
有下降。整體而言，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改進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態度效果

並不明顯。

圖 4　美國人民對中國態度的民意演變（1991∼2016年）５
5

資料來源：Gallup Survey (2015)。

註５	  在 1996年之前，Gallup只有在 1991年和 1994年分別做過兩次調查，在 1996年以後則是每一年
都有做調查。在 1998、1999和 2000這三年，Gallup每年做了三次的調查，所以這三年的民意值是
取三次調查的平均數。Gallup的問題是「整體來說，你對於中國的態度是如何？非常喜歡、大部分
喜歡、大部分不喜歡還是非常不喜歡？」(What’s your overall opinion of China? Is it very favorable, 
mostly favorable, mostly unfavorable or very unfavorable?)，本文把回答「非常喜歡」與「大部分喜歡」
的比率加總為對中國「持正面態度」，把回答「大部分不喜歡」和「非常不喜歡」的比率加總為對

中國「持負面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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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改善了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態度？

圖 5顯示了歷年來日本的民意對中國態度的變化，圖中的虛線表示對中國持正
面態度的比率，實線表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比率，兩條直線標示中國領導人對日

本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時間。圖 5中包含了幾個訊息：第一，在 2003年以前，
日本的人民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人數與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人數是不相上下的五五

波。第二，在 2003年之後到 2008年之間，日本人民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比率突
然一下子減少了大約 10-15個百分點，但在這五年之間，一般來說日本人民對中國
持正面態度的比率仍然可以維持在 35%左右的比率。第三，在 2008年之後，日
本人民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比率開始急遽下降，到 2016年更是跌到了谷底，只有
12.5%的日本人民對中國抱持正面的態度。第四，就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效果來說，
中國最高領導人在 1998年的出訪，似乎起到了一些穩住日本人民對中國態度的作
用，然而中國最高領導人在 2008年的出訪不僅未帶來正面的影響，反而使日本的
人民對中國態度急遽惡化。總結圖 5的訊息可知，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在日本的
民意方面並未帶來改善雙方關係的效果。

圖 5　日本人民對中國態度的民意演變（1992∼2016年）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廣報室（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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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圖 4與圖 5的資料顯示，不論是在美國或是日本，人民對中國的態
度都未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而出現改善的情形，反而是，在近年來中國

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的效果都與預期中相反，美國與日本的民眾對於中國的態度甚

至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還有所惡化。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似乎未在美

國與日本發揮預期的作用。

（三）是否改善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接著檢視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改善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態度，關於其

他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變化，目前唯一可得的較具系統性的調查資料即為著名的智庫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針對全球國家和地區所做的「對中國的
觀感」（View of China）調查。該調查統計在各個年度中各國人民對中國擁有好感
（favorable）與反感（unfavorable）的百分比。該調查從 2005年開始進行，之後
每年調查一次，但每年參與調查的國家有所不同。本文將這 12年（2005∼2016）
以來所有參與調查的國家其民意對中國抱持正面態度的百分比列出如表 6，並觀察
各國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對中國觀感的變化。

根據表 6的資料，中國在 Pew的調查有涵蓋的「國家—年度」資料中總共進
行了 44次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表 6以灰底顯示的部分），其中有 13次在中國進
行最高領導人出訪的當年 Pew並未進行調查（表 6以⋯顯示的部分），有 3次在
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後一年 Pew未進行調查，所以總共有 28次在中國進行
最高領導人出訪的當年以及後一年都有調查紀錄的資料，可供本文對中國進行最高

領導人出訪前後該國人民對中國好感度變化的比較。在這 28筆資料當中，有 14次
（50%）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度是提高的，也有 14
次（50%）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人民對於中國的的好感度是減低的，雖然
一個國家的人民對於中國的態度很顯然地會受到許多不同因素的影響，但從整體而

言的趨勢可以看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提升受訪國的人民對於中國的好感

度來說，並沒有帶來明顯而穩定的效果。

（四）是否減少了雙方衝突的可能性？

從本處開始探討的議題，由於可得的跨國跨時（time-series cross-section）的
資料足夠讓我們進行大樣本的統計分析，因此本文將以統計分析的方式來探討中國

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在各個方面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在以下的每一個模型中，本

文以一個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來表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該年是否出訪過
該國，若尚未出訪過則編碼為 0，若已經出訪過則編碼為 1。如果中國的最高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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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訪確實與提升各種其所欲達成的目的有「關聯性」的話，則這個虛擬變數「中

國的最高領導人是否已經出訪該國」應該要達成統計上的顯著性。６
6

要特別說明的

是，由於資料取得上的限制，本文的興趣在於探討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中國

所要達成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是否具有穩定的「關聯性」（correlation），並非以
「因果關係」（causation）的論證為本文的目的，因此在以下的各個統計模型中，
本文僅作一個相對單純的呈現，僅測試在加入一些文獻上探討國際關係時經常使用

到的控制變數後其關聯性是否依然存在，並不將重點放在各種統計上的穩健性測試

（robustness checks）等等想要確證因果關係時所要探討的問題。
接下來，本文針對每一個議題一一檢證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帶來了預期

的效果。以下本文在評估最高領導人出訪效果時所使用的統計分析，除了模型三之

外，都是使用包含了「國家固定效果」（country fixed-effects）的模型，這個模型
在數學上的假設為「每一個不同的國家跟中國之間在本文所欲評估的依變數上都有

著不同的起始點」，也就是各個國家是「自己跟自己比，看各項指標是否有比被中

國出訪之前更高或是更低」，透過這種方式將「各個不同的國家一開始跟中國的關

係就有所不同」的事實納入控制，只有在被出訪之後該國與中國之間的各種關係相

較於本身在被出訪前的情形有出現顯著的提升或是減低，這個自變數才會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性。

首先探討中國在進行過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是否有效減少了雙方的衝突可

能性。本文利用近年來國際關係研究中最著名的大數據（big data）資料庫─
「全球事件語言調性資料庫」（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簡稱 GDELT）之中所記載的衝突報導來計算衝突的次數。７

7

GDELT 資料庫的建
構方式是由電腦程式自動讀取自 1979 年 1 月 1 日 0 時 0 分以來的全球主要英文
媒體的新聞報導（也包括翻譯的外電），對每一個被報導出來的事件中辨認出

「發起國（source）對目標國（target）在什麼時間點（time）採取了什麼樣的行
為（action）」，然後使用「衝突與調解事件觀察計畫」（Conflict and Mediation 

註６	  在數學上，只要在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雙方的關係「在平均上」較出訪之前有所改善，這個
二元的自變數就會顯著，以這種方式來操作自變數是對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的效果的一個較為寬鬆

的認定。在本文之後的分析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是以這種較為寬鬆的方法來評估，中共最高領

導人的出訪所能帶來的公共外交效果仍屬有限。

註７	  資料庫的網址參見 The GDELT Project (2015)。有關本資料庫進一步的介紹，可見 Leetaru and Schrod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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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Observations，簡稱 CAMEO）的行為分類表對各種行為進行編碼，８
8

接

著再使用 Goldstein國際衝突合作量表（Goldstein conflict-cooperation scale）來
決定各種行為在最衝突（-10 分）與最合作（+10 分）兩個極端值之間的分數
（Goldstein 1992, 369-385）。９

9

據前兩種編碼方式的結果，GDELT資料庫本身提
供了一個將國家之間的每一次互動從最合作到最衝突分成四類的變數（變數名稱為

QUADCLASS），分別為「物質上的合作」、「言語上的合作」、「言語上的衝
突」或「物質上的衝突」。本文計算中國與各國之間「言語上的衝突」或「物質上

的衝突」占兩國所有被報導出來的互動紀錄上的比率，來作為兩國之間衝突可能性

的測量。表 7的模型一顯示，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並沒有顯著減少與該國
之間的衝突可能性。

（五）是否增加了雙方實質合作的次數？

接著探討中國在進行過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是否有效增加了雙方實質合作的

次數。１
10

本文計算中國與各國之間實際在「物質上的合作」有所作為的次數來計算

雙方合作的次數，來作為是否增加了雙方實質合作的測量。表 7的模型二顯示，中
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並沒有顯著增加與該國之間的合作次數。

（六）是否減少了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

前述表 7的模型一和模型二的結果顯示了一個非常反直覺的發現，中國最高
領導人的出訪不僅未能減少雙邊的衝突，也未能增加雙方的合作。但還有一種可能

性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其真正的作用可能並不是在於增加或是減少兩國之間

日常性的衝突或合作，而是在於減低兩國之間動用武力的可能性。為了探究這個說

法，表 7的模型三探討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減少了雙方動用武力的可能性。
模型三以國際關係研究中經常使用的「軍事化國際衝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MID）的資料作為依變數，只要是該年在兩國之間曾經發生「一國向另一

註８	  有關 CAMEO 的詳細編碼方式，可見該計畫的官方網站的說明（CAMEO Event Data Codebook 
2017）。

註９	 有關 Goldstein Scale的量表可以參見 Goldstein (1992)。
註１	  本文在統計衝突可能性的時候，是計算「言語上的衝突」與「物質上的衝突」占雙方總互動次數的比

率，而在計算合作次數的時候，是只計算「物質上的合作」次數而不計算「言語上的合作」次數，其

原因在於，計算兩國關係是否改善的時候，在「衝突」的部分，不論是言語上的衝突或是物質上的衝

突，對雙方來講都是造成負面印象的互動，所以一併計算之；然而，在「合作」的部分，因為言語上

的合作大多是形式化的內容，因此必須計算雙方實質上的作為才能真正掌握到雙方是否有進行實際的

合作。本文也試過同時將「物質上的合作」與「言語上的合作」納入計算，其結果未明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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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威脅使用武力、向對方展示武力，或是實際使用到武力」（Gochman and Maoz 
1984, 586），則被定義為兩國之間有發生過軍事化的衝突。模型三的結果顯示，
在包含控制變數的情況之下，中國曾經進行過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國家在被訪問後與

中國發生軍事化衝突的可能性並未顯著減少，而在未包含控制變數的情況之下，中

國曾經進行過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國家在被訪問後與中國發生軍事化衝突的可能性其

實是增加的。這兩個資訊顯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降低兩國之間動用武力

的可能性並沒有顯著的幫助。

（七） 小結：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效果並不

明顯

本處透過對下列五個議題的回答來檢證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的使用是否

成功的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第一，美國與日本的民眾對中國的態度是否在

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改善？第二，其他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是

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改善？第三，中國與其訪問國之間起衝突的

次數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減少？第四，中國與其訪問國之間的

合作數目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增加？最後，中國與其訪問國之

間軍事化衝突發生的機率是否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減低？經驗資料

的結果顯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美國和日本對中國印象的改善並未帶來顯著

的幫助、對其他國家對中國好感度的改變沒有帶來穩定的效果、對更多的雙邊合作

以及更少的雙邊衝突沒有顯著的改善，也對於降低雙方發生軍事化國際衝突的機

率沒有影響。從這些面向看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降低他國對於中國威

脅的感受的成效應屬有限。在與中國的公共外交相關的經驗研究中，Zhou and Luk
（2016）發現，中國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的作為，不僅沒有帶來預期中可增加
中國的軟實力和文化吸引力的效果，反而是在各國塑造出了一種新的「中國文化威

脅論」，變相地提高了各國對於中國的疑慮；Cao（2016）分析中國對美、德、英、
法、蘇、日六個主要國家的公共外交，發現中國的公共外交並未帶來預期的效果。

本文的發現與上述文獻的發現相符，在「是否降低了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這一

點上，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並未顯著帶來正面的公共外交效果。

二、是否增進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

中國公共外交的第二個目標是增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本處將從「是否使

中國在貿易上更依賴其他國家」、「是否使其他國家在貿易上更依賴中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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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增加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參與國際組織的數目」這三個議題來探討中國的

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達到了增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的目的。

（一）是否使中國在貿易上更依賴其他國家？

表 7的模型四探討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增加了中國與該國家的貿
易額在中國經濟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是否使中國在貿易上更依賴中國所出訪的

國家，以雙邊的貿易額占中國 GDP的比值來測量。模型四的結果顯示，中國與該
國家的貿易額在中國經濟上的重要性，確實在中國進行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

提高，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中國在貿易上更依賴中國所出訪的國家」兩者之

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性。

（二）是否使其他國家在貿易上更依賴中國？

表 7的模型五探討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增加了中國與該國家的
貿易額在該國經濟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是否使中國所出訪的國家在貿易上更依

賴中國，以雙邊的貿易額占中國所出訪的國家的 GDP的比值來測量。模型五的結
果顯示，雖然中國與該國家的貿易額在該國經濟上的重要性確實在中國進行完最高

領導人出訪之後有所提高，但是這個效果在加入其他控制變數之後在統計上的顯著

性就消失了，可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中國所出訪的國家在貿易上更依賴中

國」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並不是非常穩定。

（三）是否增加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參與國際組織的數目？

表 7的模型六從另一個面向來檢試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曾進了與其他
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雙方共同加入的政府間國

際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GO）的數目是否有增加，因為這是一個
雙方是否在政治上或是經濟上有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的一個指標。模型六的結果顯

示，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與被訪問的國家之間共同加入的 IGO的數目並
未顯著增加，顯示了至少在這一個正式的制度層面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並未

帶來直接的效果。

（四） 小結：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增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的效果並

不明顯

本處透過對下列三個議題的回答，來檢證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政策的使用是否

達到了增進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的目的：第一，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使中

國在貿易上更依賴其他國家？第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使其他國家在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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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依賴中國？第三，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增加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參與

國際組織的數量？經驗資料的結果顯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雖然使中國在貿易

上更依賴其他國家，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貿易依賴並未增加，而且其他國家與中國

在共同參與國際組織的合作上也未有顯著進展。從這些面向看來，中國的最高領導

人出訪對於增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的效果應屬有限。

三、是否促進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

中國公共外交的第三個目標是促進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共同利益。在經驗分

析的文獻中，最經常被使用的測量國家利益相似程度的指標，就是各國在聯合國大

會中的投票模式。本處從「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

式」以及「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這兩個面

向來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帶來了顯著的影響。

以「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紀錄」來作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測量其

作法如下。首先，聯合國的各個會員國家都有資格在最後得以進入大會表決的各個

議案中投票表決，而各國對於每一次議案的投票都有三種選擇：投下贊成票、投下

反對票，或是直接棄權放棄投票。接著，由於聯合國大會每年都有高達數十次到數

百次不等的投票，因此兩國之間投票模式的相似程度就成為測量兩國關係的一個參

考指標。當 A國家與 B國家在某一個議題中的投票模式相同時—也就是當 A投
贊成，B也投贊成；或是A投反對，B也投反對；或是A選擇棄權，B也選擇棄權，
這三種情形中的任何一種情形出現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兩個國家在這個議

題面向具有相似的利益。當然，如果只有一次的投票，那麼兩個國家出現相似的立

場很可能純屬巧合，並不能代表什麼，然而，當投票表決的次數一多的時候，一個

國家與各個國家之間在國家利益上的相似程度就會開始浮現出來。在大多數的議題

中投票選擇相似的國家，就表示在這些議題中他們的利益是較為相似的，反之，在

大多數的議題中投票選擇相左的國家，就表示在這些議題中他們的利益是不同的。

從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模式來看國家的利益是否相似是有理論上的根據。在許多的文

獻中，許多學者們已從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行為發展出許多測量國家間利益

關係相似程度的指標，如學者 Gartzke（1998）就從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行
為計算出各國之間的利益相似程度。Bailey, Strezhnev, and Voeten（2017）等人亦應
用矩陣模型，以「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這個面向為基準，從各國在聯合國

大會各個議題的投票模式中，計算出各國對於「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的理

想點距離美國本身的理想點有多遠。在國際關係學界的討論中，伴隨著中國崛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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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重要議題就是中國到底會不會在各方面開始挑戰由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因

此探究各國在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前後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行為是否轉變就成為

一個關鍵的指標。１
11

（一）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

首先本文檢視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在聯合國

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表 7的模型七的統計結果顯示，其他國家在中國進行
了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其投票模式與中國相同的比率平均起來顯著增加了約 2個
百分點，可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拉近其他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利益相似程度兩

者之間有著顯著的關聯。

（二）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

接著本文檢視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

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關於中國崛起是否將對美國所領導的世界秩序

構成挑戰，在文獻中有一個極受歡迎的陰謀論點，這個論點認為，中國雖然在表面

上並未挑戰美國所領導的體系、甚至是顯示出樂於做一個美國體系的搭便車者的樣

子，但其實中國已經默默地在世界各國沒有留意的情況之下完成了一系列破壞美國

體系的布局（Pillsbury 2015）。其中，一個有趣的說法是，中國在拉近與其他國家
之間的關係的同時，也使其他國家跟美國之間的關係開始疏遠。表 7的模型八探討
「中國在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後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之中有著更不

相近的投票模式」。模型八的結果顯示，中國進行過最高領導人出訪後的國家，其

投票模式與美國相同的比率平均起來顯著減少了約 3個百分點，出現了其利益相似
程度更遠離美國的趨勢。

（三） 小結：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他國「親近中國、疏遠美國」的決定有關
本處從「是否使其他國家與中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相近的投票模式」，以及

「是否使其他國家與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有更不相近的投票模式」這兩個面向來看中

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是否帶來了顯著的影響。經驗資料的結果顯示，中國的最高領

導人出訪與他國在聯合國大會投票模式上「親近中國、疏遠美國」的決定有所關

聯。從這個指標看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拉近中國與他國的雙邊共同關係

來說確實有著一定的影響力。

註１	 近期亦有學者從這個指標去探討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是否更加激烈，參見 Johnsto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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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自從冷戰結束、中共政權進入後鄧時期之後，中國亦開始積極投入各項公共外

交布局。在中共官方的聲明裡，中國政府宣告了至少三項想要透過公共外交策略來

達成的主要目標：第一，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第二，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

的經濟關係；第三，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本文分析中共的最高領

導人出訪策略從冷戰結束後實施以來至今是否確實達成了上述三項公共外交目標，

實證資料顯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不論是在「降低他國對中國威脅的感受」上

或者是在「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上，所達到的效果普遍都不顯著，反

而是與「使出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著穩定的關

聯性。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本文在研究範圍上有幾個明顯的限制。第一，如果以一

個更加寬廣的認定來看，中共最高領導人所進行的出訪，是屬於「元首外交」這個

概念的子集合，「元首外交」的範圍更加寬廣，還包含了各種非冠以最高領導人出

訪之名的諸多外交行為；第二，本研究也認識到，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行為的目

的，自然包含了「公共外交」的政策目標，以及「公共外交之外」的政策目標，本

文的目的即在於分析中間這個兩者交集之處（如圖 6所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出
訪到底在公共外交上帶來了多大的效果；此外，中國其他重要政治人物的出訪以及

在其他重要國際場合的出席，確實都有公共外交的效果，但如何適當定義「其他重

要政治人物是哪些」以及「其他重要國際場合是哪些」，則是一個更具有爭議性的

問題。在上述的限制之下，本文將分析的範圍限縮於較為能夠清楚定義的「最高領

導人」的出訪，即是希望能夠盡量避免研究範圍不清楚的爭議。未來的研究若能更

清楚定義範圍的話，則應能擴大於研究中國的「元首外交」的種種行為，不需拘泥

於「最高領導人出訪」這個較為限縮的範圍。１
12

最後，由於中國與各國在各種政治、

經濟、軍事或文化上的交往與互動的方式甚多，並不僅僅只限於在最高領導人出訪

上的互動，因此雖然本文已經盡可能地在統計模型中控制了其他重要變數的影響以

盡可能地分離出最高領導人出訪與各種因素之間的平均關聯性，但必定無法完全考

量到所有的因素或者是排除某些較非系統性的因素的影響，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夠提

供一個總體趨勢上的發現，未來的研究可以「個案分析」的方式來更深入地探討中

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對於個別國家的影響。

註１	 本文的兩位作者感謝其中一位匿名審查人所提出的這一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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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最高領導人出訪與「公共外交」之間的關係

長久以來，由於中國外交政策在決策過程中的不透明性太高，因此對於中國

外交行為的分析，在文獻中大多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進行推論，較少針對各種說法

進行較具有可否證性的分析，特別是，雖然分析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或是公共外交

策略的政策類討論甚多，然而截至目前，尚未有研究對於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到

底能夠帶來多大的公共外交效果進行系統性的評估，本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經驗

資料來補足文獻中的這個缺口，在經驗證據上盡可能地彌補了這個文獻中的不足。

唯受限於許多控制變數與可能的敵對解釋目前仍欠缺適合的資料，故本文主要探究

的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與各項指標之間的「關聯性」，以提供後續研究的先行

文獻，並未進一步分析其背後的「因果關係」。更多有關中共最高領導人出訪與公

共外交政策的問題，例如，哪一些國家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確實改善了

與中國的關係和對中國的觀感？哪一些國家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與中國

的關係和對中國的觀感反而變得更糟？在中國進行最高領導人出訪之後，各國改善

或是未改善其對中國的態度的原因是什麼？而在其中發揮影響力的關鍵變數又是什

麼？對這些關於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或是公共外交政策的重要問題提供更進一步的

因果關係檢證，是未來的研究可以繼續進行的方向。

*　　*　　*

（收件：106年 3月 2日，接受：109年 2月 17日）

公共外交最高領導人出訪 交集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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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1　後鄧時期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的出訪次數與出訪國家之統計（1993∼2019年）

年度 領導人

出
訪
次
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
訪
天
數

1993

江澤民

192天

1 1。巴西。共出訪 3天 ‧ 11/23-25巴西 3

1994 2
3。法國、新加坡、印尼

共出訪 7天

‧ 9/8-12法國 5

‧ 11/8-9新加坡；11/17-19印尼 2

1995 2

4。芬蘭、匈牙利、德國、

韓國

共出訪 18天

‧ 7/5-7芬蘭；7/8-11匈牙利；7/11-

15德國

7

‧ 11/13-16韓國 11

1996 4

13。克羅埃西亞、埃及、

辛巴威、西班牙、挪威、烏

茲別克、吉爾吉斯、菲律

賓、巴基斯坦、尼泊爾、肯

亞、馬利、納米比亞

共出訪 33天

‧ 5/8-11肯亞；5/11-13克羅埃西亞；

5/13-16埃及；5/17馬利；5/18-20

納米比亞 5/20-22辛巴威

15

‧ 6/23-26西班牙；6/27-29挪威；

7/2-3烏茲別克；7/3-4吉爾吉斯

10

‧ 11/26-28菲律賓 3

‧ 12/1-3巴基斯坦；12/4-5尼泊爾 5

1997 3

4。俄國、美國、加拿大、

墨西哥

共出訪 19天

‧ 4/22-24俄國 3

‧ 10/26-11/3美國 9

‧ 11/26-29加拿大；11/29-12/2墨西

哥

7

1998 1 1。日本。共出訪 6天 ‧ 11/25-30日本 6

1999 4

13。義大利、瑞士、奧地

利、蒙古、泰國、澳大利

亞、紐西蘭、英國、法國、

葡萄牙、摩洛哥、阿爾及利

亞、沙烏地阿拉伯

共出訪 41天

‧ 3/20-24義大利；3/25-27瑞士；

3/27-30奧地利

11

‧ 7/15-17蒙古 3

‧ 9/2-6 泰國；9/6-10 澳大利亞；

9/13-14紐西蘭

11

‧ 10/18-22英國；10/22-25法國；

10/26-27葡萄牙；10/28-29摩洛

哥；10/30 阿爾及利亞；10/31-

11/2沙烏地阿拉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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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領導人

出
訪
次
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
訪
天
數

2000 3

8。土耳其、希臘、南非、

塔吉克、土庫曼、寮國、柬

埔寨、汶萊

共出訪 19天

‧ 4/19-20土耳其；4/21-23希臘；

4/24-27南非

9

‧ 7/3-4塔吉克；7/5-6土庫曼 4

‧ 11/11-13寮國；11/13-14柬埔寨；

11/17-18汶萊

6

2001 4

11。智利、阿根廷、烏拉

圭、古巴、委內瑞拉、俄

國、白俄羅斯、摩爾多瓦、

烏克蘭、馬爾他、緬甸

共出訪 24天

‧ 4/5-7 智利；4/7-9 阿根廷；4/10

烏拉圭；4/12-15 古巴；4/15-16

委內瑞拉

12

‧ 7/15-18俄國；7/18-19白俄羅斯；

7/19-20摩爾多瓦；7/20-22烏克

蘭；7/23-24馬爾他

10

‧ 12/12-13緬甸 2

2002 5

9。德國、利比亞、奈及利

亞、突尼西亞、伊朗、拉脫

維亞、愛沙尼亞、冰島、立

陶宛

共出訪 22天

‧ 4/8-13 德國；4/13-14 利比亞；

4/14-15奈及利亞；4/16-17突尼

西亞；4/18-21伊朗

14

‧ 6/10-11拉脫維亞；6/12-13愛沙

尼亞；6/14-15冰島；6/16-17立

陶宛

8

2003

胡錦濤

224天

2

6。俄國、哈薩克、蒙古、

泰國、澳大利亞、新加坡

共出訪 13天

‧ 5/26-6/5俄國、哈薩克、蒙古 11

‧ 10/20-21泰國、澳大利亞、新加

坡

2

2004 3

12。法國、埃及、加彭、

阿爾及利亞、波蘭、匈牙

利、羅馬尼亞、烏茲別克、

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

共出訪 34天

‧ 1/26-2/4 法國、埃及、加彭、阿

爾及利亞

10

‧ 6 /8 -18 波蘭、匈牙利、羅馬尼

亞、烏茲別克

11

‧ 11/11-23 巴西、阿根廷、智利、

古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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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領導人

出
訪
次
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
訪
天
數

2005 4

1 1 。汶萊、印尼、菲律

賓、俄國、哈薩克、加拿

大、墨西哥、英國、德國、

西班牙、韓國

共出訪 35天

‧ 4/20-26汶萊、印尼；4/26-28菲

律賓

9

‧ 6/30-7/3俄國；7/3-7/7哈薩克 8

‧ 9/8-13加拿大、墨西哥 6

‧ 11/8-19英國、德國、西班牙、韓

國

12

2006 2

9。美國、沙烏地阿拉伯、
摩洛哥、奈及利亞、肯亞、

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

斯坦

共出訪 24天

‧ 4/18-29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摩

洛哥、奈及利亞、肯亞

12

‧ 11/15-26越南、柬埔寨、印度、

巴基斯坦（11/23-26）

12

2007 5

13。喀麥隆、利比亞、蘇
丹、尚比亞、納米比亞、南

非、莫三比克、塞席爾、俄

國、瑞典、吉爾吉斯、哈薩

克、澳大利亞

共出訪 34天

‧ 2/1-12喀麥隆、利比亞、蘇丹、

尚比亞、納米比亞、南非、莫三

比克、塞席爾

12

‧ 3/21-28俄國 8

‧ 6/6-10瑞典 5

‧ 8/9哈薩克；8/14吉爾吉斯 2

‧ 9/3-9/9澳大利亞 7

2008 4

8。日本、韓國、塔吉克、
土庫曼、哥斯大黎加、古

巴、秘魯、希臘

共出訪 25天

‧ 5/6-11日本 6

‧ 8/25-27韓國；8/27-28塔吉克、

土庫曼

4

‧ 11/16-26哥斯大黎加、古巴、秘

魯

11

‧ 11/24-27希臘 4

2010 4

7。巴西、委內瑞拉、烏茲
別克、哈薩克、加拿大、法

國、葡萄牙

共出訪 20天

‧ 4/12-18巴西、委內瑞拉 7

‧ 6/9-12烏茲別克、哈薩克 4

‧ 6/23-27加拿大 5

‧ 11/4-6法國；11/6-7葡萄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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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領導人

出
訪
次
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
訪
天
數

2011 3

5。美國、哈薩克、俄國、
烏克蘭、奧地利

共出訪 14天

‧ 1/18-21美國 4

‧ 11/6奧地利 9

‧ 6/12-20哈薩克、俄國、烏克蘭 1

2012 2
2。柬埔寨、丹麥
共出訪 10天

‧ 3/30-4/2柬埔寨 4

‧ 6/14-19丹麥 6

2013

習近平

153天

4

13。俄國、坦尚尼亞、南
非、剛果、千里達及托巴

哥、哥斯大黎加、墨西哥、

土庫曼、哈薩克、烏茲別

克、吉爾吉斯、印尼、馬來

西亞

共出訪 26天

‧ 3/22-23俄國；3/24-25坦尚尼亞；

3/26-28南非（3/26-27南非德班，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5 次會晤）；

3/29-30剛果

8

‧ 5/31-6/6 千里達及托巴哥、哥斯

大黎加、墨西哥（6/7-8美國加利

福尼亞州，美「中」領導人會面）

7

‧ 9/3-4 土庫曼（9/4-7 俄國聖彼得

堡，G20領導人第 8次峰會）；

9/7 哈薩克；9/8-10 烏茲別克；

9/10-11吉爾吉斯（9/12-13吉爾

吉斯比斯凱克，上合組織成員國

元首理事會第 13次會晤）

7

‧ 10 /2-3 印尼；10/3-5 馬來西亞

（10/7-8 印尼峇里島，APEC 第

21次領導人非正式會晤）

4

2014 6

17。荷蘭、法國、德國、

比利時、韓國、巴西、阿根

廷、委內瑞拉、古巴、蒙

古、塔吉克、馬爾地夫、斯

里蘭卡、印度、澳大利亞、

紐西蘭、斐濟

共出訪 36天

‧ 3/22-23荷蘭（3/24-25荷蘭海牙，

第 3屆核安全峰會）；3/25-27法

國；3/28-29德國；3/30-4/1比利

時

9

‧ 7/3-4韓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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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領導人

出
訪
次
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
訪
天
數

‧ 7/16-17巴西（7/15-16巴西弗大

雷，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6 次會

晤、7/17巴西利亞，「中」拉加

勒比領導人會晤）；7/18-20阿根

廷；7/20-21 委內瑞拉；7/21-23

古巴

8

‧ 8/21-22蒙古 2

‧ 9/12-14 塔吉克（9/11 塔吉克杜

尚，「中」俄蒙三國首腦會晤、

9/12杜尚，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

理事會第 14 次會晤）；9/14-16

馬爾地夫；9/16-17 斯里蘭卡；

9/17-19印度

8

‧ 11/17-19澳大利亞（11/15-16澳

大利亞布里斯本，G20第 9次領

導人峰會）；11/19-21紐西蘭；

11/21-23斐濟

7

2015 6

8。巴基斯坦、白俄羅斯、

美國、英國、越南、新加

坡、南非、辛巴威

共出訪 20天

‧ 4/20-21巴基斯坦（4/22-24印尼，

亞非領導人會議和萬隆會議 60週

年紀念活動）

2

‧ 5/10-12白俄羅斯（5/8-10俄國，

二戰勝利 70周年紅場大閱兵）

3

‧ 9/22-25美國（9/26-28美國紐約，

聯合國 70周年系列峰會）

4

‧ 10/19-23英國 5

‧ 11/6越南；11/6-7新加坡 2

‧ 12/1-2辛巴威（11/29-30法國，

巴黎氣候峰會）；12 /2 -4 南非

（12/4-5南非約翰尼斯堡，「中」

非合作論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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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領導人

出
訪
次
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
訪
天
數

2016 5

1 2 。沙烏地阿拉伯、埃

及、伊朗、捷克、塞爾維

亞、波蘭、烏茲別克、柬埔

寨、孟加拉、厄瓜多、祕

魯、智利

共出訪 21天

‧ 1/19-20 沙烏地阿拉伯；1/20-21

埃及；1/22-23伊朗

5

‧ 3/28-30捷克（3/30-4/1美國華盛

頓，第 4屆核安全峰會）

3

‧ 6/17-19塞爾維亞；6/19-21波蘭；

6/21-22烏茲別克（6/23烏茲別克

塔什干，「中」俄蒙第 3 次三國

首腦會晤、6/24塔什干，上合組

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16次會晤）

6

‧ 10/13 柬埔寨；10/14-15 孟加拉

（10/15-17印度果阿，金磚國家

領導人第 8次會晤）

3

‧ 11/17-18厄瓜多；11/18-21祕魯

（11/19-20 祕魯利馬，APEC 第

24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1/22

智利（11/22智利，「中」拉媒體

領袖峰會）

4

2017 5

7。瑞士、芬蘭、哈薩克、

俄國、德國、越南、寮國

共出訪 12天

‧ 1/15-16瑞士（1/17-18瑞士達沃

斯，世界經濟論壇）

2

‧ 4/4-5 芬蘭（4/6-8 美國佛羅里達

州，美「中」領導人會面）

2

‧ 6/7-8哈薩克（6/9-10哈薩克阿斯

坦納，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

第 17次會晤）

2

‧ 7/3-4俄國；7/4-5德國（7/7-9德

國漢堡，G20第12次領導人峰會）

3

‧ 11/12-13越南（11/10-11越南蜆

港，APEC第 25次領導人非正式

會議）；11/13-14寮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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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領導人

出
訪
次
數

出訪的國家數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出
訪
天
數

2018 3

11。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塞

內加爾、盧安達、南非、巴

布亞紐幾內亞、汶萊、菲律

賓、西班牙、阿根廷、巴拿

馬、葡萄牙

共出訪 19天

‧ 7/19-20阿拉伯聯合大公國；7/21-

22 塞內加爾；7/22-23 盧安達；

7/23-24南非（7/25-27南非約翰

尼斯堡，金磚國家系列會議）

6

‧ 11/15-16巴布亞紐幾內亞（11/17-

18 巴布亞紐幾內亞摩士比港，

APEC 第 26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

議）；11/18-19 汶萊；11/20-21

菲律賓

6

‧ 11/27-28西班牙（11/30阿根廷布

宜諾斯艾利斯，金磚國家領導人

非正式會晤、11/30-12/1 布宜諾

斯艾利斯，G20第 13次領導人峰

會）；12/1-2阿根廷；12/2-3巴

拿馬；12/4-5葡萄牙

7

2019 6

9。義大利、摩納哥、法

國、俄國、吉爾吉斯、塔吉

克、北韓、尼泊爾、希臘

共出訪 19天

‧ 3 / 2 1 - 2 3 義大利；2 4 摩納哥；

24-26法國

6

‧ 6/5-6俄國（6/7俄國聖彼得堡，

國際經濟論壇）

2

‧ 6/12-13吉爾吉斯（6/13-14吉爾

吉斯比斯凱克，上合組織成員國

元首理事會第 19次會晤、6/14比

斯凱克，「中」俄蒙第 5 次三國

首腦會晤、6/14-15亞信第 5次峰

會）；6/15-16塔吉克

4

‧ 6/20-21北韓 2

‧ 10/12-13 尼泊爾（10/11 印度清

奈，「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

2

‧ 11/10-12希臘（11/12-14巴西利

亞，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11次會晤

即系列會議）

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各種中國官方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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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共最高領導人制度化之前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出訪次數與出訪國家之統計

（1949∼1992年）

年度 領導人
出訪

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

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1950

毛澤東

1
1。蘇聯 ‧ 1949.12/6-1950.2/27蘇聯

註：時任國家主席

1957 1
1。蘇聯 ‧ 11/2-11/20蘇聯

註：時任國家主席

1978 華國鋒 2

4。朝鮮、羅馬

尼亞、南斯拉

夫、伊朗

‧ 5/5-5/10朝鮮

‧ 8/14-8/21羅馬尼亞；8/21-8/29南斯拉夫；8/29-

9/1伊朗

註：時任國務院總理

1957

鄧小平

1 1。蘇聯 ‧ 11/2-11/20蘇聯

1960 2
1。蘇聯 ‧ 9/5-9/22蘇聯

‧ 11/5-12/2蘇聯

1961 1 1。朝鮮 ‧ 9/9朝鮮

1975 1
1。法國 ‧ 5/12-5/18法國

註：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78 4

7。緬甸、尼泊

爾、朝鮮、日

本、泰國、馬

來西亞、新加

坡

‧ 1/26-1/31緬甸；2/3-2/6尼泊爾

‧ 9/8-9/13朝鮮

‧ 10/22-10/29日本

‧ 11/5-12泰國、馬來西亞；11/12-14新加坡

註：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79 1
1。美國 ‧ 1/29-2/5美國

註：時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82 1 1。朝鮮 ‧ 4/27朝鮮

1983 0 0 註：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李先念（任期：

1983年 6月 18日∼1988年 4月 8日）1984 0 0

1985 0 0

1986 0 0

1987 0 0

198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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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領導人
出訪

次數

出訪的國家數

目與國家清單
出訪各國的日期

1989 0 0 註：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楊尚昆（任期：

1988年 4月 8日∼1993年 3月 27日）1990 0 0

1991 0 0

1992 0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各種中國官方的紀錄。

說明： 為了紀念毛澤東的地位，1975年到 1978年之間的中共憲法不設國家主席，直到 1983年 6月 18日才由

李先念接任中共恢復國家主席職位之後的第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但一般認為此時中共中央的實際

權力仍然是由鄧小平所掌握，所以本表僅列出實際掌權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華國鋒與鄧小平之出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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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本文所使用到的各個變數之測量、編碼與資料來源

變數 測量／編碼方式 資料來源

〔自變數〕

中國是否已出訪該國
0：中國在該年尚未出訪過該國

1：中國在該年或之前已出訪過該國
作者自行編碼

〔依變數〕

衝突性事件占雙邊互

動事件的百分比

被媒體報導出來的物質性的衝突事件次數除以

所有被媒體報導出來的雙邊互動事件

GDELT 資料庫，經由

作者自行編碼

合作性事件占雙邊互

動事件的百分比

被媒體報導出來的物質性的合作事件次數除以

所有被媒體報導出來的雙邊互動事件

GDELT 資料庫，經由

作者自行編碼

是否與中國發生軍事

化的國際衝突

0： 該國在該年並未與中國發生軍事化的國際

衝突

1： 該國在該年曾與中國發生軍事化的國際衝

突

Ghosn ,  Pa lmer,  and 

Bremer (2004)

與中國的貿易量占該

國 GDP的百分比
與中國的貿易量除以該國的 GDP

Barb ie r i  and  Keshk 

(2012)

與該國的貿易量占中

國 GDP的百分比
與該國的貿易量除以中國的 GDP

Barb ie r i  and  Keshk 

(2012)

與中國共同加入的國

際組織的數目
計算雙方都是加盟會員國的國際組織的數目

Pevehouse, Nordstrom, 

and Warnke (2004)

投票模式與美國不同

的百分比

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投票模式與美國不同的次

數除以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總投票次數

Bailey, Strezhnev, and 

Voeten (2017)

投票模式與中國相同

的百分比

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投票模式與中國相同的次

數除以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總投票次數

Bailey, Strezhnev, and 

Voeten (2017)

〔其他控制變數〕

中國的人均 GDP 中國的 GDP除以人口數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其他國家的人均 GDP 其他國家的 GDP除以人口數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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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測量／編碼方式 資料來源

其他國家是否與中國

有聯盟關係

0： 如果雙方在該年並未簽定任何正式的共同

防禦協定、中立協定或是同盟協定等其中

的任何一種。

1： 如果雙方在該年有簽訂任何正式的共同防

禦協定、中立協定或是同盟協定等其中的

任何一種。

Gibler (2008)

其他國家是否與中國

接壤

0：不接壤。

1：接壤。
Stinnett et al.(2002)

其他國家的政體分數 在 Polity IV資料庫中的政體分數。
Marshal l ,  Gurr,  and 

Jaggers (2013)

其他國家與中國的相

對權力比值
其他國家的 GDP除以中國的 GDP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其他國家的首都與北

京之間的距離的對數

（英哩）

其他國家的首都到中國的首都北京市之間的距

離（英哩）的對數值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17)

其他國家在該年是否

與中國發生軍事化的

國際衝突

0：無。

1：有。

Ghosn ,  Pa lmer,  and 

Brem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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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93, when the Cold War came to its end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entered the post-Deng era, China has begun to actively use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y. Among the various CPC’s public diplomacy tools, 
supreme leaders’ state-visiting diplomacy is the one that is most commonly 
used. In official announcemen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lared at 
least three main goals that China wants to achieve by using public diplomacy: 
reducing other states’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a threat, promoting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and harmonizing both sides’ common interests. 
This article evaluates whether or not Chinese supreme leaders’ state-visiting 
diplomacy has achieved its announced goals through public diplomacy.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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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lthough Chinese 
supreme leaders’ state-visiting diplomacy fails to achieve most of its alleged 
public diplomacy goals, but it has succeeded in changing other countries’ 
interests by moving them closer to China and further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shed light on both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supreme leaders’ state-visiting diplomacy and the study of the Sino-US 
contestations.

Keywords:  Public Diplomacy, State-Visiting, Chinese Supreme Leaders,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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